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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子女教育是中国家庭的核心关切。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传统观念强化了家

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性追逐，而这种竞争的根

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与升学需求之间的

矛盾，从而推动了我国民办教育市场的迅速扩张。

截至2019年，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在校生数量相较

于2000年扩张了近五倍，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上海、杭州等城市为例，民办学

校毕业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持续显著高于公办

学校，形成了明显的升学优势[1]。然而，民办学校的

升学优势究竟来源于何？学界通常有两种解释：其

一是“选择效应”：民办学校通过选拔性招生与较高

的学费门槛，筛选学习能力更强或家庭背景更优的

学生，其升学优势实质上反映了优质生源的集聚[2]。

其二是“增值效应”：民办学校依托灵活的办学体

制[3]、高效的师资管理[4]和特色教学模式[5]，在教学

过程中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就，从而扩大了公

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升学率差距。这种优势

固然满足了部分家庭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却也加剧

了教育资源的竞争和内卷[6]。因此，探寻其背后的

真正机制，对于促进教育公平、缓解教育内卷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注教育公平问

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的改革措施。

2020年，在基础教育阶段全面推行“公民同招”政

策，要求公办与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并通过摇号的方

式限制民办学校的生源筛选。该政策的核心目标在

于削弱民办学校“掐尖”优势，重塑教育起点的公平

性[7]。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公民同招”政策的外部

效应，如对住房市场[8]、教育资源配置[9]及家庭教育

资本投入[10]的影响。部分学者亦关注其对学生学业

成绩的影响[11]，但由于数据类型为横截面调查，难以

揭示政策的动态效应与因果机制。综合来看，已有

研究仍未能回答以下问题：“公民同招”政策是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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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民办与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差异及升学格局？

民办学校在失去生源筛选优势后其升学优势能否持

续存在？

基于此，本文拟以实证法围绕以下两个核心研

究问题展开：（1）民办学校相对于公办学校的升学率

差距主要源于“选择效应”还是“增值效应”？（2）“公

民同招”政策的实施对两类学校的相对升学表现产

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旨在

揭示“公民同招”政策在促进教育公平层面与推动公

办、民办学校教育供给均衡发展层面的实际成效。

一、文献综述

（一）民办学校的升学优势相关研究

伴随教育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学校选择理论逐

渐成为教育经济学与教育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

一。早在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理论时[12]，学者们

就指出个体会依据公共服务质量选择居住地，以实

现偏好的最优配置。该理论为教育市场化提供了重

要的解释框架：当教育被视为地方公共服务时，家庭

可以通过空间迁移或择校行为，追求最符合自身需

求的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Friedman）

进一步发展了学校选择理论，主张通过引入市场竞

争机制与家长自主选择权，打破公立教育的行政垄

断，从而提升教育体系的效率与活力[13]。丘博

（Chubb）和莫伊（Moe）亦指出，赋予家庭择校自主权

能够在竞争压力下促使学校提升管理效率与教学质

量，实现教育供给侧的结构优化[14]。大量实证研究

从不同国家的制度背景出发，对学校选择理论与民

办教育的效果进行了验证。总体来看，民办学校在

学业表现上普遍优于公办学校。沃德曼（Alderman）

等基于巴基斯坦的数据发现，私立学校学生在数学

与语言成绩方面显著优于公立学校的学生[15]。阿南

德（Anand）等在控制家庭经济状况后发现，就读收

费型私立学校并获得学费减免的学生，其标准化成

绩比相似公校学生高约10分[16]。格林（Green）等基

于英国数据进一步指出，私立学校毕业生的平均薪

资明显高于公立学校毕业生，显示其在劳动力市场

中 的 长 期 优 势[17]。 基 于 美 国 特 许 学 校（Charter

Schools）①的研究也表明，其不仅显著提升了学生学

业表现[18]，还对周边的公立学校产生了竞争性改进

效应，从而提升了整体的教育绩效[19]。

然而，民办学校的升学优势究竟源于优质生源

的“选择效应”还是教学过程中的“增值效应”始终

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选择效应”观点认为，民办学

校的高升学率主要源自其招生制度的筛选性与家

庭教育资本的差异，而非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埃

普尔（Epple）和罗马诺（Romano）等指出，在多数国

家的私立教育体系中，学生学业成绩与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高度相关，私立学校的优势更多反映出生源

差异[20]。随着中国民办教育的快速扩张，这一机制

表现得尤为明显。研究发现部分民办初中通过入

学考试、面试等方式“掐尖”招生，吸纳优质生源，从

而导致公办学校生源结构恶化[21]。进一步研究指

出，尽管民办教育在客观上扩大了教育供给，但其

招生门槛与学费结构加剧了社会分层[22]。还有研

究将民办学校区分为“低收费型”与“高评价型”两

类，前者满足经济条件一般家庭的超额需求，后者

则吸引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形成了基于经

济能力的生源分层结构[23]。这种分层不仅体现在

学费与资源差异上，还反映在家庭社会资本、教育

期望与课外投入等方面[24]。姚昊和张莹基于PISA

2018年中国四省市样本的分析亦表明，民办学校

的学业优势主要来自生源筛选机制[25]。

相对而言，“增值效应”观点强调民办学校在教

学组织与管理机制上可能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

该视角认为，民办学校凭借制度灵活性、教师激励

机制和差异化课程设计，能够明显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 和 学 生 学 业 表 现 。 西 林（Nishimura）与 山 野

（Yamano）基于肯尼亚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民办

学校通常具备较低的师生比与更灵活的资源配置

机 制 ，从 而 更 受 家 长 青 睐[26]。 穆 拉 利 达 兰

（Muralidharan）与孙达拉曼（Sundararaman）利用印

度实验数据指出，尽管民办学校教师薪资水平较

低、学历资质相对有限，但其通过延长教学时间、减

少教师缺勤、缩小班级规模等方式，展现出较高的

教学组织效率[27]。类似地，塔帕（Thapa）在尼泊尔

的实证研究表明，民办学校在师资结构与教学条件

方面的优势，使其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学生表现显著

优于同类公办学校[28]。此外，部分国内研究还指

出，民办学校通过吸纳优质公办教师以提升教学声

誉与质量，从而在教育竞争中形成资源优势[29]。综

合来看，尽管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民办学校学生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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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表现上普遍优于公办学校，但其优势究竟源于优

质生源的“选择效应”还是教学质量的“增值效应”

仍存在分歧。更为关键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基于观

察性数据，缺乏准自然实验的因果识别，因此对民

办教育绩效形成机制的理解仍不充分。

（二）教育不平等与“公民同招”政策相关研究

教育不平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科尔

曼（Coleman）在《科尔曼报告》中首次提出，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学校资源分配差异是学生学业成

就差距扩大的关键来源[30]，这意味着教育结果的不

平等并非单纯源于个体能力差异，而是深植于社会

结构性的不均衡之中。Bourdieu等的社会再生产理

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教育通过隐性的文化资

本传递，再生产社会阶层差异，使得家庭背景优越的

学生因拥有更多符号性与文化性资本，在择校、升学

和教育资源获取中占据优势，形成教育不平等的代

际延续[31]。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机会分配的结构性差

异不断扩大，周（Zhou）等指出城乡教育不平等呈现

长期上升趋势[32]；李春玲进一步发现家庭背景对教

育获得的影响持续增强，弱势群体子女在升学机会

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33]；还有研究发现户籍[34]、居住

地[35]、父母职业与教育程度[36]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子

女的升学路径与受教育水平，这一趋势在基础教育

阶段更为明显[37]。随着中高收入家庭通过择校等方

式积聚优质教育资源，教育分层的现象日益明显，甚

至引发了“教育拉丁美洲化”的社会忧虑[38]。

为缓解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缩小公办与民办学

校之间的升学差距，多地政府相继推行“公民同招”

政策。现有研究主要从政策的外部性入手展开讨

论。冯晗等基于杭州二手房交易数据发现，政策实

施后优质民办学校周边学区房溢价显著下降[39]；童

健与薛景指出，该政策削弱了民办学校的“吸附效

应”，但同时推高了优质公办学区房价[40]；虞晓芬等

认为，政策重塑了学位供给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强

化了优质公办资源的稀缺性[41]。陆韵的研究进一步

表明，“公民同招”政策在削弱家庭择校竞争、促进学

生向公办体系回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42]，但部分

家庭仍通过校外培训等替代性途径维持其教育竞争

优势[43]。在学生层面，亦有学者关注“公民同招”背

景下民办学校就读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基

于PISA 2018年四省市的数据发现，民办学校学生

成绩表面上优于公办学校，但在控制家庭背景等因

素后这一优势大幅收窄，表明民办学校的成绩优势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生源筛选[44]。

总体来看，既有文献多聚焦于“公民同招”政策

的外部效应，对该政策是否实质性改变了民办与公

办学校之间的教学绩效与升学表现并据此进行因果

识别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

评估“公民同招”改革的教育公平方面的实际成效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研究背景

（一）“公民同招”政策背景

我国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过去在区域间与校际间

分布非常不均衡。以部分一线城市为例，2016年上

海市中考升学率排名前十的学校全部为民办初中；

杭州市中考成绩高分学生中约九成来自民办初中；

成都市重点高中升学率排名前五的学校亦均为民办

初中，平均重点率超过90%[45]。在资本力量与社会

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基础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形成

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部分垄断格局，拉大了公办与

民办学校间的教育绩效差距。为缓解这种失衡趋

势，近年来，我国陆续推进包括集团化办学[46]、对口

直升[47]等一系列基础教育治理改革举措，旨在从办

学结构和升学路径等层面缓解教育资源集中于少数

热点民办学校的局面，推动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

发展。

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

我国基础教育正式进入以“公民同招”为核心的新一

轮制度治理阶段。该制度通过剥离民办学校的“自

主掐尖”权利，引导招生标准从能力筛选转向机会公

平，旨在从入学起点上打破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壁垒，

保障所有适龄儿童接受优质义务教育的权利。作为

全国基础教育治理改革的重点城市，上海市率先在

2020年由市教委出台《关于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制度层面明确推行随

机录取机制。该机制旨在以行政手段切断民办学校

与优质生源之间的关联，回应长期以来社会对于“掐

尖招生”与“择校热”的争议。

在实施过程中，上海市小学和初中的录取被划

分为若干阶段：第一阶段，学生与家长根据意愿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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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学校，可选择（1）公办学校或（2）民办学校的主

志愿与调剂志愿，两者不可兼报。第二阶段，教育部

门根据学校招生计划和申请人数分配学位。若选择

公办学校，则以“就近对口入学”为原则直接分配；若

选择民办学校，则先按照主志愿录取。当报名人数

未超过招生计划时直接录取；当主志愿报名人数超

过招生计划时，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实施电脑

随机派位。派位过程由第三方技术机构提供支持，

并在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及社会监督员共同见证下

进行，以确保程序的随机性、公开性与不可操纵性。

该制度设计在技术上最大限度剥离了人为干预，增

强了招生制度的可信度与透明度。未录取学生可进

入调剂随机摇号程序；若调剂仍未录取，则由区级教

育局按对口就近入学原则统筹安排至尚有空位的公

办学校。对于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可提前申请直

升；若直升申请人数超过计划数，也须通过随机派位

决定；若学生申请本校直升摇号失败，可再参与正常

的初中招生志愿填报流程②。

“公民同招”政策覆盖范围亦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与层次性：一方面，所有非一贯制民办初中均需全面

纳入随机摇号程序；另一方面，对于九年一贯制学

校，则要求其超额部分学位纳入随机摇号，以防直升

名额成为新的隐性择优通道。此举既保留了直升的

制度惯例，又避免了新的不公平空间的出现，从而逐

步构建起民办招生纳入统一规范、优质资源转向机

会均衡的制度逻辑。总体而言，“公民同招”政策通

过招生制度的再设计，形成了以机会均等为导向的

招生秩序，在入学起点层面打破长期存在的制度性

不公。该制度的推行标志着民办教育从市场化主导

逐步回归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路径，为义务教育公

平化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公民同招”政策视为一个制度性外生

冲击，为识别民办学校升学优势的真实原因提供了

准自然实验条件。政策通过招生随机化削弱了民办

学校的生源筛选能力，从而为检验民办学校的“教育

增值”效应提供了识别基础。由此推导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剔除生源因素的影响后，就读民办初

中对学生升学成绩的教育“增值效应”有限。

随着“公民同招”政策的实施，民办学校的自主

招生空间受到制度性约束，其生源结构趋于随机化。

已有研究表明，当学校的招生选择权受到限制时，原

本依托优质生源所形成的成绩优势将逐步减弱，从

而缩小不同学校类型之间的学业差距[48]。这一机制

不仅反映了政策在抑制“掐尖”行为方面的有效性，

也体现了教育公平化改革的制度逻辑。

假设2：“公民同招”政策的实施将显著削弱民

办初中的升学优势。

三、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借助上海市“公民同招”政策于2020年

试点所提供的准实验条件，对比分析了政策实施前

后民办与公办初中的升学差异。具体而言，2023届

毕业生是政策全面推行前的最后一届，而2024届则

是首批受影响的毕业生③。为此，我们选取了上海市

杨浦区的个体层面升学数据及学校层面分数与排名

数据进行评估。

本文第一个数据来源为上海市杨浦区两所具有

小学直升资格的民办初中样本。该类学校在招生政

策上允许本校小学毕业生申请直升初中部，当申请

人数超过直升名额时，超额部分须通过统一摇号程

序确定录取结果。由于该类学校的直升申请与录取

数据是目前唯一公开披露的民办学校摇号数据，因

此本文选取其中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升学成绩进行分

析。以2020年为例，两所学校分别有132人和220

人申请直升，最终仅有55人和106人获得直升资格，

其余学生则通过随机摇号流向其他初中。表1报告

了2020年杨浦区两所具备直升资格的民办初中申

请者在2024年中考的表现及分布特征。从总体样

注：数据来源于上海市杨浦区两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初中

的公开数据。变量“随机录取”指学生在第一轮九年一贯制

直升摇号中录取情况；“就读学校类型”则反映学生最终的初

中入学结果（0=公办，1=民办），其中进入民办初中的学生既

包括第一轮随机摇号录取成功的学生，也包括第一轮随机摇

号未录取但在第二轮随机摇号录取进入其他民办初中的学

生；公办初中的学生则为两轮摇号均未录取的学生。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考分数 176 657.74 35.95 535 708

升入重点高中(0=否,1=是) 176 0.63 0.48 0 1

随机录取(0=失败,1=成功) 176 0.46 0.50 0 1

就读学校类型(0=公办,1=民

办)

176 0.71 0.46 0 1

表1 上海市杨浦区两所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中考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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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看，共有176名学生纳入分析，平均升学分数为

657.74分（标准差35.95），分数范围为535—708分。

其中，约63%的学生升入杨浦区重点高中。进一步

观察随机摇号结果可知，约45%的学生通过随机摇

号成功直升本校（民办）初中部，约30％的学生未能

直升但最终进入其他民办学校，约25%的学生最终

进入公办学校。

本文第二个数据来源是2023—2024年杨浦区

民办与公办初中的中考成绩及学校排名数据。其

中，2024届毕业生是首批受“公民同招”改革影响且

已完成中考的学生，因而构成了处理组样本。基于

该数据，表2报告了学校层面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2 上海市杨浦区民办与公办初中升学分数与排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民办初中:

2023平均分 7 669.83 18.93 640.90 697.60 

2024平均分 7 648.86 20.22 616.90 678.40 

2023排名 7 7.14 7.80 1.00 24.00 

2024排名 7 10.57 10.39 1.00 32.00 

公办初中:

2023平均分 29 643.60 9.61 629.20 678.60 

2024平均分 29 631.30 15.10 604.00 672.40 

2023排名 29 21.24 9.26 3.00 36.00 

2024排名 29 20.41 9.80 2.00 36.00 

注：数据来源于 2023-2024年杨浦区民办与公办初中的

中考成绩及学校排名公开数据。其中升学分数以各高中当

年最低录取分数线为参照，将学生升学去向折算为对应分数

后计算得出；升学排名则计算学校的平均升学分数，并据此

在全区范围内由高到低排序。

从整体结构来看，民办初中升入重点高中的比

例呈下降趋势，而升入普通市重点及一般高中的比

例有所上升；公办初中则呈现出升学去向“向上集

中”的特征，中高段分数的学生占比明显增加。为进

一步验证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幅度与方向，本文以各

高中当年最低录取分数线作为代理变量，将初中毕

业生的升学去向折算为相应分数，据此测算各校的

平均升学分数。数据结果表明，民办学校的平均升

学分数从 2023 年的 669.83 分下降至 2024 年的

648.86分，降幅为21分；同期公办学校的平均升学

分数从643.60分下降至631.30分，降幅为12.30分。

在升学排名方面④，民办初中的平均升学排名由

2023年的第7.14位下滑至2024年的第10.57位，下

降约3个名次；而公办初中的平均升学排名则由第

21.24位微幅升至第20.41位。总体来看，“公民同

招”政策确实缩小了民办与公办初中之间的升学差

距。顶尖民办初中与优质公办初中的平均升学分数

差距明显缩小，但尚未实现完全均衡⑤。

四、研究方法

（一）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相对质量

衡量民办学校是否具有教育“增值效应”是理解

其升学优势来源的关键。本文利用上海市杨浦区两

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的学生中考数据，对学校毕

业生的升学去向进行分析。在本研究中，“处理组”

定义为参加随机摇号并成功录取至民办初中的学

生；“对照组”包括两类学生：（1）参与随机摇号但未

被录取者，他们最终可能进入公办学校或经调剂志

愿进入其他民办学校；（2）未参与随机摇号、直接升

入公办学校的学生。

需要注意的是，参与民办初中的随机摇号本身

即为家庭层面的主动选择行为，与家庭的教育期望、

经济水平等特征密切相关，因此难以保证不同群体

在基线特征上的可比性。换言之，若仅依据学生是

否最终进入直升民办学校来估计学校的“增值效

应”，结果将受到严重的样本选择偏误影响。为缓解

这一识别难题，本文将仅选择参与随机摇号的学生

作为分析样本，排除主动放弃随机摇号的个体。在

此设定下，处理组为“参与直升随机摇号且录取成

功”的学生，对照组为“参与直升随机摇号但录取失

败”的学生。由于这两类学生在申请动机、信息条件

与家庭背景上高度相似，而录取结果完全取决于公

开的随机派位程序，因此二者在统计意义上可视为

“准随机”。这一设定为识别民办学校的教育“增值

效应”提供了近似自然实验的条件。本文以学生升

入高中学校的最低录取中考分数线作为学业水平的

代理变量⑥，并采用如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Scorei = α + βLotteryi + εi （1）

其中，Scorei代表学生 i的中考升学分数，Lotter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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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否通过随机摇号进入民办学校的虚拟变量（随

机摇号录取为1，随机摇号未录取为0），系数 β代表

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就读对学生升学成绩的平均处

理效应。

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扩展了处理组与对照组

的定义。新的处理组包括所有最终入读民办学校的

学生，即随机摇号录取直升本校者与随机摇号未录

取但通过调剂进入其他民办学校者；对照组则为未

参与随机摇号、直接升入对口公办学校的学生。这

一扩展设计有助于分析家庭条件与教育期望对升学

成绩的影响。考虑到新的对照组由主动放弃进入民

办学校的家庭构成，这些家庭在升学意愿与择校策

略上与被动失去直升机会的家庭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两组之间的升学分数差异既反映了民办学校教

学质量的“增值效应”，也包含了家庭资源与择校偏

好所驱动的“选择效应”。

（二）“公民同招”政策对不同初中升学情况的

影响

其次，本文进一步评估了“公民同招”政策对民

办和公办学校整体升学成绩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利

用政策实施前后民办与公办学校在升学成绩上的变

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回归模型如下：

Scoreit = α + β ( treati × postt ) + μi + θt + ϵit （2）

因变量为标准化后的学校平均中考成绩

Scoreit。核心解释变量为民办学校虚拟变量 treati（民

办学校取值为1，公办学校取值为0），以及表示政策

实施时间的 postt（2024年中考取值为1，2023年中考

取值为0）。模型中引入学校固定效应 μi以控制学

校间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混杂变量，并纳入年

份固定效应 θt以控制年份层面的系统性冲击，包括

中考难度的差异等。

五、实证结果

（一）民办学校相对质量

基于准自然实验设定，表 3汇报了模型（1）的估

计结果。根据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随机录取的分析

结果显示，通过直升随机摇号录取的学生在中考升

学分数上平均高出申请但未录取组7.332分（约0.20

个标准差），但该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标准误=

5.429，p > 0.1）。从升学去向来看，随机摇号录取学

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虽高出未录取组10.4个百分

点，但差异同样不具统计显著性（标准误=0.073，p >

0.1）。综上所述，在控制了生源自选择因素后，进入

民办学校并未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或优质高中

录取概率。这一结果与本文假设1的预期一致，即

民办学校在剔除生源优势后，其教育“增值效应”

有限。

为进一步分离民办学校表现中的“选择效应”与

“增值效应”，本文将对照组设定为“未参与随机摇

号、直接升入对口公办学校”的学生，并将“随机摇号

失败后通过调剂志愿随机摇号进入其他民办学校”

与“随机摇号成功进入原目标民办学校”的学生分别

作为处理组。如表4所示，相较于公办直升组，摇号

失败进入其他民办学校的学生中考成绩平均高出

12.982分（p<0.1），而摇号成功直升进入原目标民办

学校的学生则高出13.282分（p<0.05）。值得注意的

是，两类民办学校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仅为0.3分，

统计上不显著（t=-0.04，p=0.964），表明是否进入原

目标民办学校对学生学业表现影响有限。从升学去

向看，进入民办学校的学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概率显

著高于公办组：摇号失败组提高约18.2个百分点（p

<0.1），摇号成功组提高约18.7个百分点（p<0.05）；

然而，两类民办学生之间的差异依然不显著（F=

表3 随机录取民办学校对学生中考升学的影响

注：***p<0.01，**p<0.05，*p<0.1。

中考分数 中考升入重点高中

随机摇号录取成功(进入民办中学) 7.332 0.104

(5.429) (0.073)

样本量 176 176

R2 0.010 0.012

中考分数 中考升入重点高中

随机录取失败(进入民办中学) 12.982* 0.182*

(7.300) (0.098)

随机录取成功(进入民办中学) 13.282** 0.187**

(6.349) (0.085)

两组民办学校学生系数差值 F(1, 173) = 0.00 F(1, 173) = 0.00

Pr0b > F = 0.964 Pr0b > F = 0.950

样本量 176 176

R2 0.028 0.031

表4 随机派位对学生中考升学的影响

注：***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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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成绩(平均值) 升学成绩(中位数)

公民同招政策×民办学校 -0.485*** -0.609***

(0.158) (0.197)

学校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2 72

R2 0.686 0.222

0.000，p=0.950）。表5的 t检验结果进一步印证：两

组民办初中学生的中考升学成绩几乎无差异（平均

差0.3分，p=0.964）。

这一统计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在反事实框架

下，若民办学校相较于公办学校确实存在显著的

教育“增值效应”，则随机摇号直升成功与失败的

学生群体在升学表现上理应呈现差异——因为约

半数摇号失败的学生最终入读公办学校。然而，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学生随机摇号成功与否，其重

点高中录取概率均无显著差异。相反，当比较参

与直升随机摇号后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与未参

与直升随机摇号的学生时，升学表现差异明显。

这说明学业差距主要源自学生本身是否选择参与

民办直升随机摇号（“选择效应”），而非摇号是否

成功（“增值效应”）。这侧面反映民办学校通过制

度设计吸引了在家庭背景、教育投入及家长教育

期望更具优势的生源，这些学生无论最终入读民

办或公办学校，其学业准备与竞争力已处于较高

水平。因此，民办学校的相对优势主要反映的是

生源筛选所带来的“选择效应”，而非学校教育生

产过程中的实际增值。

（二）“公民同招”政策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表6展示了基于模型（2）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政策实施后，民办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相较于公办

学校显著下降，DID交互项系数为-0.485（p<0.01），

对应的相对降幅约为0.43个标准差。这一结果表

明，当民办学校失去通过选拔性招生维持优势的渠

道后，其原有的学业表现优势显著收窄。进一步的

中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政策效应在成绩分布处于中

部的学生群体中更为明显——民办学校学生成绩

中位数相对下降约 0.61个标准差（p<0.01）。这说

明“公民同招”政策对中等学业水平的学生影响更

为集中，反映出改革在削弱结构性优势方面的实际

效应。综上所述，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2，即“公民

同招”政策不仅在制度层面促进了招生公平，更通

过重塑生源结构、削弱民办学校长期依赖的“掐尖”

优势，从而对其升学表现产生了显著且实质性的负

向影响。

六、相关结论

本文基于上海市中考数据的实证分析，考察了

“公民同招”政策对民办学校升学表现和教育公平

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控制生源自选择

因素后，直升随机摇号录取者与未录取者在升学成

绩及重点高中录取概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表明在

剔除“选择效应”干扰后民办学校并未表现出统计

上显著的教育“增值效应”。第二，相较于未参与随

机摇号、直接入读公办学校的学生，民办学校学生

仍显示出一定的升学优势，但该优势主要源于家庭

背景、教育投入及家长教育期望等“选择效应”，而

非学校教学质量带来的“增值效应”。第三，政策实

施后，民办学校相对于公办学校的平均升学表现出

现显著回落，两者间差距明显收窄。中位数回归结

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说明“公民同招，民办摇

号”政策重塑了生源结构，削弱了民办学校长期依

赖的“掐尖”优势，从而对其升学表现产生了实质性

影响。

当前，提升教育资源整体质量与缓解社会择校

焦虑已成为国家教育治理的重要议题。《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明确提出“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推动义务教

育从资源竞争转向优质均衡发展。在此背景下，准

确识别民办学校升学表现背后的真实动因，不仅有

助于厘清民办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对构建更加公平

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具有深远意义。基于上述研究

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表6 公民同招政策对初中学校升学成绩的影响

注：***p<0.01，**p<0.05，*p<0.1。

随机录取失败

(进入民办)

随机录取成功

(进入民办)
差值 标准误 t P

分数 661.44 661.74 0.3 6.34 -0.04 0.96

表5 两组民办学校学生成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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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引导民办学校由生源筛选转向质量提升。

“公民同招”政策的核心并非限制民办学校的办学自

主权，而是推动其将竞争重心从生源选择转向教学

质量提升。当前部分家庭对民办教育的偏好，在一

定程度上源于对公办教育质量认知的狭隘。应通过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拓

展公办学校课程多样性等措施，全面提升公办教育

的吸引力与教学质量，使其更好地承担教育公平与

质量提升的双重使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对民办教

育的非理性依赖。

第二，构建以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为导向的民

办学校内生机制。在随机摇号的制度框架下，民办

学校难以继续依赖家庭背景带来的外部优势。若不

能形成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自我发展机制，将面临

声誉与生源的双重压力。建议构建以学生全面发展

为导向的民办学校评价体系，完善教师激励与专业

成长机制，鼓励民办学校发展特色课程与教育品牌，

促使其转向依靠教育创新与教学质量形成竞争力。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管，明确民办学校在义

务教育阶段的公益属性，引导其将竞争重心置于育

人成效而非市场扩张。

第三，完善教育信息的公开机制，强化教育的督

导评估体系。当前家校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

称，部分家长受限于教育认知不足或信息渠道有限，

容易形成非理性择校行为。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健

全透明的办学质量信息公开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

机制，客观呈现民办学校在师资、课程与学生发展等

方面的实际表现，为家长提供充分的择校信息。同

时，建议构建更加精细化、多元化的义务教育学校督

导评估指标体系，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教师专业成

长、课程实施质量、家校关系健康度等软性指标纳入

核心考察范围。评估结果应向社会公开，对表现优

异的学校予以表彰和资源倾斜，推动民办学校提升

办学水平。

综上所述，未来义务教育治理应在坚持公平原

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公办与民办教育互补共进、

政府与家庭协同参与的新型教育治理结构，推动形

成更加可持续、更高质量的教育公平格局。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公民同招与

上海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C2023077）；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口流动，非户籍儿童公立

学校入学限制与留守儿童问题：一个空间一般均衡

的视角”（72403152）的部分成果。刘华聪系本文通

讯作者。

（责任编辑 林岚）

注释

①特许学校是经州政府立法通过，特别允许教师、家长、教育专业团体或其它非营利机构等私人经营公家负担经费的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

行政规定约束。

②上海市“公民同招”政策随机录取流程详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https://edu.sh.gov.cn/mbjy_xwzx/20200504/0015-753cd3f7-a177-11ea-80fe-
00e04c0547e1.html）
③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五四学制，即实行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学制。

④本文中的“升学排名”指各初中按学生中考成绩升入不同层次高中的整体表现排序，以当年各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为基准，将升入高中学

校折算为相应的分数水平后计算平均升学分数，再据此对样本学校进行由高到低的排名。

⑤由于不同年份中考的整体难度存在差异，本文关注的重点并非升学成绩绝对值，而是民办与公办学校之间在同一年度的相对差距变化。

⑥本文以毕业生所升入各高中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作为其学业水平的代理变量。其核心逻辑是学生必须达到或超过某高中的最低录取分

数线方能被录取。因此，该分数线代表了进入该高中生源学业水平的下限；一所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越高，其生源的整体学业水平也必然越

高。通过汇总所有毕业生对应高中的这一指标，便可有效衡量该初中毕业生的整体学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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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nrollment Reform”Promotes Educational Equity:
Evidence from Shanghai’s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WANG Manru, HUANG Zibin, CHEN Qin & LIU Huacong

（China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Shanghai Maice Data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200082;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Drawing on data from Shanghai’s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y combin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design with randomized admission data from private junior high schools.
It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School Enrollment Reform”policy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privat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equ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who were randomly admitted to private junior high
schools don’t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 their counterparts who attended public schools in terms of examination scores or admission
probabilities to key high schools.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private schools’advantage in academic outcomes largely derives from
selection effects—namely family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investment—rather than from value-added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teaching quality. At the school level, further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 Enrollment Reform
policy, the proportion of private school graduates entering elite high schools declined, and the achievement gap between private and
high-quality public schools narrowed substantially.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licy has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long-standing

“cream-skimming”advantage of private schools and achieved preliminary success in promoting equity 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Overall,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reforms aimed at fairer enrollment systems must be complemented by
measures that optimize educ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e instructional quality.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hat fosters
structural complementarity and quality synerg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is essential for building a more sustainable
framework of educational equity governance.

Keywords：school enrollment reform, private schools, selection effect, value-added effect

A Study of the Protection of Teachers’Digital Right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Hengjie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inuously reshaping the educational ecology, the protection of

teachers’digital rights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alient issue. Drawing on the“dual-structure”theory of digital rights, this
article conceptualizes teachers’digital rights as consisting of four core entitlements: digital personality rights, data privacy rights,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about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and autonomy in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this theoretical
basis, it examines the dilemmas teachers face in AI-empowered education, and argues that current arrangements for safeguarding
teachers’ digital rights in China are plagued by such problems as privacy breaches,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igital workloads across the dimensions of legal regulation, policy frameworks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s and policy practices of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Finland and Australia offer useful
comparative references.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at the legal level, legisl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formally establish teachers’
digital rights as statutory rights; at the ethical level, human-centred professional codes need to be developed to reinforce soft
constraints; and at the policy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refine norms gov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o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compensating digital labour. Taken together, these measur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
dimensional system for safeguarding teachers’digital rights.

Keywords：teachers’digital righ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 privacy,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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